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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会贤公募资格，申请还是不申请？
随着《慈善法》及配套规定

的逐步落实，公募权的开放成为
一个事实， 是否申请公募资格，
是很多非公募基金会在考虑的
问题，也是不少社会服务机构在
准备的事情。 前不久在上海召开
的最后一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
论坛年会上，不同身份的基金会
就是否转公募展开了讨论。 而南
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则
预测：未来获得公募权的社会服
务机构会多于基金会。

真爱梦想、SEE 的
转公募经验

在《慈善法》实施前，已经有
几家基金会转为公募，如深圳壹
基金公益基金会、成美慈善基金
会、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上
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北京市
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阿拉善 SEE
基金会）等。

为什么要申请公募？ 上海真
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
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真爱梦想
做的是教育， 教育本身是公共议
题， 不是靠几个基金会就能推动
的， 它需要全社会参与。 她说：

“NGO其实很幸运， 社会公众提
供了资金，NGO提供一个社会问
题的解决方案， 这个过程也许是
对的，也许是错的等待改进。 ”

公募基金会要求年度慈善
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
的 70%，这一点，真爱梦想在申
请公募前就已经与公募基金会
支出结构接近。 公募与非公募有
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真爱梦想申请公募时，在内部治
理上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在提升
项目执行、创新能力、资源链接
能力等做了非常多工作。

“做公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情，你是在面对公众说话，公开
透明是一种必须的价值选择，我
们完全按照公募的标准自我要
求。 但怎样公开，有意愿问题，也
有能力问题，这不容易做到。 ”潘
江雪说。

对于非公募基金会是否要转
公募，潘江雪的建议是，每个基金
会要根据自己的生存结构做出战
略选择，公募是一个战略选择。她
表示：“如果你的项目和服务是能
够向老百姓说清楚， 同时有一套
完整的工作逻辑和数据采集能
力， 能做好这个透明披露工作的
时候，可以选择申请公募。 ”

阿拉善 SEE 基金会副秘书
长张媛在 2015 年加入基金会，
那时候正是 SEE 转型公募后招
揽人才的阶段。 张媛介绍，阿拉
善 SEE 生态协会的特点是会员
制， 随着会员增多，2008 年成立
了非公募基金会。 2014 年企业家
们开始提出要转为公募基金会，
他们认为影响更多的人才是环
保组织更大的使命所在。

SEE 2014 年 6 月份申请，
11 月拿到公募资格， 速度很快。
拿到公募资格的 SEE 并没有马
上开展公募。“当时做了几个月

的调研， 经过各种头脑风暴、座
谈， 做出一份详细的战略规划。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基金会
做筹款。 ”张媛说，“第一次腾讯
99 公益日，SEE 基金会获得 1.7
万人次捐赠，筹款 400 万。 而今
年筹款额 2418 万， 人数达到 17
万人次， 参与人数变得更重要。
特别是在与支付宝的合作，1.2
亿人次在购买东西时进行了捐
赠，虽然只有一分、两分，但他看
到了我们的环保项目。 参与人数
的变化，是我们转成公募基金会
后比较看重的东西。 ”

“从非公募转公募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不要丢
掉自己的长处，去追求别人在做
的事情。 ”这是张媛的建议。

不申请公募的选择理由

“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招
商局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海
这样说。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是
2009 年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
金会，主要出资方是招商局企业
系统，目前并不打算转型公募。

“（以前的）公募权是家长式
管理，所以我很欢迎《慈善法》带
来的改变， 公募权不应该是特
权，应该是大家普遍都有的。 但
这不意味着每家机构都要做这
种转型。 ”李海表示，“公募权不
是一种筛选机制，它只跟你的业
务方式有关系。 ”

李海认为，转型公募，大多
是希望得到更多人参与，最明显
的理由还是筹资，这一点不用否
认。 但当机构获得更多关注的时
候，沟通成本也会增加。 原来面
对几十个出资方，和面对几十万
人时，需要不同的沟通策略。“任
何选择都是有成本的，当你能够
筹得更多资金的时候，也需要付
出更多的成本。 ”

“我们筹资面对的是为数不
多的一些人，对这些人能讲清楚
的东西， 不一定能对大众讲清
楚。 ”李海说，“招商局慈善基金
会定位是资助型基金会，聚焦农
村社区发展。 乡村发展项目有自
己的逻辑和节奏，有的项目一做
就是好几年。 当我们没有办法以
简单的方式把项目操作方式讲
清楚的时候， 如果选择公募，很
多人一起参与进来，可能会不自
觉地把项目落到简单的方式上。
把东西直接给受助人是最简单
的，但是起不到发展的作用。 ”

李北伟担任秘书长的億方
公益基金会也选择不转型公募。
“每个组织有自己的 DNA，比如
真爱梦想本身就有群众性，阿拉
善也是会员制，招商局背后则是
有雄厚资金的企业。 我们是一个
很新的基金会，2013 年成立，关
注公益研究与社会企业、支持公
益行业发展。 我们的资助理念是
人本、专业、创新和前瞻。 前瞻可
以理解为我们愿意坐冷板凳，愿

意为这个行业去尝试。 作为非公
募基金会，决策线条短、披露负
担少，小而灵活。 至少现在我们
不急于公募。 ”

李北伟用商业公司上市做
类比：“公募从监管和法律构架
上确实和商业公司上市有点像，
如果这样比较，中国现在这个大
众情感都往公募上走，做企业的
都说我要上市，有些人去上新三
板，没有什么交易，基本跟私募
差不多，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
要根据需求走。 ”

李海也有与李北伟相似的看
法：“大众往往会选择比较简单的、
直观的东西。而我们要在公众视线
之外做一些探索，我觉得这是非公
募基金会的价值所在。 ”

社会服务机构成公募主力？

对于开放公募权后的发展
趋势，徐永光认为：“我觉得非公
募基金会有相当多的数量不会
申请公募权， 它自己有钱做事，
恰恰是那些草根 NGO 转为慈善
组织的这些机构， 它需要公募
权。 我估计未来获得公募权的机
构里，社会服务机构会多于基金
会，我这句话放在这里，若干年
以后大家看，五年以内肯定是社
会服务机构获得公募权会超过
公募基金会。 ”

SEE 基金会张媛也表示，想
做公募的社会服务机构不能忽
略，SEE 接触了大量的环保公益
组织， 也会鼓励他们走出去面向
公众， 他们现在可能用 SEE的平
台筹款，之后如果申请公募资格，
也可以推动能力建设的提升。 社
会服务机构愿意申请公募资格的
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就此问题，北京民政局基金
会管理处向《公益时报》表示，已
经成立两年的社会组织可以在
申请慈善组织认证的同时准备
申请公募资格的材料。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主任李涛表示， 会准备申请

公募资格。“公募权是中国的几代
NGO追寻的梦想，公募一方面可
以有效拓展社会组织的资源，实
现可持续发展， 减少对单一资源
比如政府购买的依赖， 现在更多
的办法是创办社会企业， 开发能
够众筹的产品等。 ”李涛说，“但对
于一个公益组织来说， 它最重要
的一个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功
能，应该是社会募款，这才是最根
本的。公募权放开，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 与其把精力放到社会
企业方面， 做自己并不熟悉的商
业化运作， 不如用自己的公益产
品， 大大方方地动员社会公众和
各类社会资源的支持。 这是更好
的一种路径， 也更符合 NGO 的
公益属性。 ”

“但即使获得公募资格，依
然不妨碍公益组织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 基金会资助等获得支
持，只不过又多了一个渠道。 ”李
涛说。

未来应该是
自然的竞争与淘汰

对于《慈善法》实施后行业
的发展前景， 徐永光这样设想，
公益行业应该越来越进入一种
公平的竞争， 哪个机构有底气、
愿意转公募，它就转。“例如北京
市民政部门是主动希望一些优
秀的非公募基金会转公募，上海
也有这种想法，希望在增量上培
育一些优秀的、民间背景的公募
机构， 而且它们真正用专业性、
透明度来赢得社会信赖。 ”

“公益部门只有竞争这个行
业才能提升，而且竞争会淘汰掉
一些。 就应该优胜劣汰，现在问
题是差的淘汰不了，这个行业如
果总有差的在那里拖着后腿，怎
么进步？ ”徐永光说，“将来‘非公
募’这个词没有了，定向募集的
基金会， 拿到慈善组织的牌照，
都可以做慈善信托的受托机构。
我感觉这对那些定向募集的基
金会来讲， 实际上有很大的机
会，尤其是社区基金会，美国的
社区基金会基本上都是慈善信
托， 帮有钱人管理慈善资产，所
以社区基金会将来会成为慈善
信托非常重要的受托机构。 ”

对于开放公募权将带来的
竞争，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王
行最表示：“我们一直主张‘一花
独放不是春，万花齐放才是春’。
公益机构发展得多了，竞争会越
来越激烈，这个肯定是事实。 但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竞争不足，如
果是 100 米的深井，现在我们只
挖了 10 米。 开放公募权有利促
进行业的发展。 从 2005 年开始
我们专门设立项目合作部，募集
资源， 跟没有公募权的机构合
作，通过这个项目执行的过程当
中培训培植这样的机构发展。 我
是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希望公
募权放的越来越早， 越开放越
好。 放开了以后大家一起在公平
的市场环境下竞争，你不能说我
垄断了，就是看自己的本事。 ”

� � 2013 年底，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由非公募转为公募，是《慈善法》前北京地区第一例转型公募成
功的基金会

� � 2016 年 11 月 24 日， 上海市民政局、 市社会团体管理局为 5
家本地基金会颁发慈善组织登记证书， 这 5 家基金会也同时获得
公开募捐资格


